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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还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建之路
陈 峰

［摘 要］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成为学术史领域的一门新兴的显学。这项研究的转型升级，应从解

构与还原两个方面着手。反思和解构以往研究中形成的以下预设或定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终极形

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政治与学术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性。解

构之后，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力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本相。这一工作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相关原始材料作

细致梳理，从求证式阅读转向发现式阅读; 二是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审视和反思，与研究对象形成对话。还

原工作乃是主客观的统一，还原的同时也是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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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主要得益于外力的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断升温，成为学术史领域一门新兴

的显学。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其中，即是一个明证。相对于此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冷清沉寂

来说，这也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一种补偿和平衡，或者说一种轮回。推动或参与这一研究的学者动机如

何，已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在形成一定气候时自身已经产生了发展的内在动能，对外力

的依赖日渐减少。无疑，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增高继长、推陈出新的一个良机。那么，如何

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使今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转型升级，更上一层楼? 笔者认为，这可以从

解构与还原两个方面着手。

一、反思和解构以往研究中形成的若干预设或定论

归根结底，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学术史研究，尽管其研究对象是过往的学者及其作品和全部学术活

动，但目标是朝向当下及未来学术的，向后看的目的是更好地向前走，而不是为了简单地捍卫一个永恒

不变的史学观念和秩序。相反，我们应当勇于打破那些日积月累形成的所谓永恒不变、正确合理的观念

和秩序。这就是解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只有解构方能重构，进而实现根本性的创新与创造。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解构，主要是突破已有的根深蒂固的或隐或显的观念、定论甚至是神话。这

些预设或定论，作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指引、向导、思路、方法，曾经给以往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天长

日久会固化僵化，假设变成了成见、教条，动力变成了阻力、障碍，新方法变成了老把戏。这些预设或定

论，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舒适区，可以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不断复制再生产，无视学科发展中潜伏的

危机，不必再进行学术上的探险、冒险。这种模式下的学术创新只能说是局部、细节上的创新，不可能出

现带有整体性、根本性、方向性的创新，只是学术上的量变而非质变。借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

论来说，这种研究是既定范式下的常规性研究，而不是革命性的。因此，要实现范式转换、学术革命，必

须对以往的学术传统进行解构。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而言，这种解构工作如何进行呢? 首先，必须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

25



研究范式基本上是一种革命史范式。以革命史为模板，依据革命运动的发展段落进行分期，如从五四新

文化运动到抗战、内战时期等。以革命作为叙事主线，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突

斗争。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注重区分革命的、进步的学术与反动的学术，革命的必然胜

利，反动的必然灭亡。这就导致革命的逻辑取代、淡化了学术的逻辑，革命话语置换了学术话语。一言

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成为革命史的一个分支。关于革命史范式的是是非非，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

者已作了较充分且深入的反思，虽然尚有争论，但认识是大大成熟了。特别是近年来“新革命史”的出

现，促成这一研究的扩充和转型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领域相对滞后，对马克思主

义史学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问题尚缺乏认真细致的清理反思。当然，本文也无力全面承担这一工作。
但对革命史范式支配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预设或定论进行检讨质询，无疑是必要而

不可绕过的。在此基础上，如同革命史研究转向“新革命史”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才有望构建

一种“新马史”( 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 。
传统范式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至少有以下四大预设误区，这些预设误区或已成为不

少学者自觉信守的观念，或已为学人心照不宣、习焉而不察，但都对其研究工作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规范

引导作用。
预设误区之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终极形态。
以往的中国史学史叙事套路，都是从传统史学发展到近代史学，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流，以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为归宿。前面的都是铺垫和衬托，最后才是主角出场，这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
中心论。随之，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视为唯一真正科学的历史学。也因此，“历史科学”一词在国内成为

特指，是专有名词，即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莫属。不过，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代表了最完美的史学形态，有

一个事实却又无法否认，亦即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教条主义的困扰，甚至出现 1958 年“史学革

命”以及后来的“文革史学”等极端情形，几乎将中国历史学带入绝境。对此，有的研究者只好辩解说，

这些极端情形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属于教条主义史学，以极力撇清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但这只能是后人的辩护，在当时他们的确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居的，而

且唯我独马、唯我真马、唯我最马，其他史学倾向一概被打入另册。而且，这些极端情形也无法归之于马

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的其他学派，责任实难推诿开脱。
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一种终极形态、完美形态，本身是非历史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将一切事物都看作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学术发展同样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可能是

一种完美无缺的史学，更不是史学发展的终点，而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将来很可能会出现更高级

的替代形态。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但以往的某些做法似乎违背了这一基本常识。于是，马克思主义

史学被神圣化，当作经学、神学，所谓研究成了一味的赞美歌颂宣传，失去了批判和反思，而批判和反思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才是最可贵的。所以说，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历史学的终极形态和发展巅峰，认为

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科学，这一预设和定见是有待破除的。破除了这一定见，不但不会使马克

思主义史学声誉扫地，而且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自我变革，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预设误区之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政治与学术合为一体。
通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界定是: 政治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学术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两个

条件缺一不可。而且，政治立场是前提，是必备条件，政治上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可能在学术上正确运用

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伪马克思主义。而对其他学派学者的认定，则没有如此苛刻的标准，完全以学术

取向而论。这种判定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标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化、体制化之后形成的，是以当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为典型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战士型学者、学者型战士，而不是纯粹的学

者、学院派学者。
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标准是有待修订更新的。1949 年以前，存在众多学者在政治上不接受马克思

主义，在学术上却能认同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其中，既有信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也有大量无党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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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学者，如《读书杂志》上参与社会史论战的作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本

身具有二重性，它既是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而且，这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

以分离的。如果二者融为一体、不可分离，那么革命成功之后其学术性也就会随之消失。在民国时期，

马克思主义一度被视作最新、最先进的科学真理，可以共享共用，并非一党一派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在

民国学术界能够逆势成长、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是被允许作为一种学理来研究的。当代西方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如此，基本上是一个学术流派，而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
因此，学术与信仰可以相合，也可以相离———二者合一是特例而非通则。只要在学术上遵从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方法，即可将之归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序列。基于此，我们在评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

时，主要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推动共产革命作政治阐释，而是要重点对它是如何促进史学发展的

进行学术论证。唯其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才能实现学术化转型。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马

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政治与学术的纠葛，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在于 21 世纪的今天如何正确

认识和客观评价这种纠葛，是否还要固守以往革命年代形成的思维方式。
预设误区之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
这一预设误区与上一个预设误区有一定关联。海内外学术界都存在一种认识，将马克思主义史学

等同于中共史学，认为二者是一种一体共生关系。而且海外使用“中共史学”一词还含有贬义。其实，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并非同时诞生、同步发展的。中共建党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略具雏

形，1920 年代涌现出的社会进化史作品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作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

形成是在 1930 年，标志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1930 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

起的时段，而此时中共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这是从历史发展过程上看。从属性上说，马克思

主义史学也并非中共专有，党外运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为数不少，党外学者也不乏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是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不能完全重合。
当然，在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是命运共同体，党性内置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

义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故从大方向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是一致的。但从

学术史上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又不能与中共史学等量齐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存在官方史学与学

院派史学两个层面。官方史学可以大致等同于中共史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呼应; 而学院派史学具有一

定的独立性，主要是随学术潮流的变动而变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史学关系的复杂性，有利

于准确把握学术史尺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下发展而言也有裨益。
预设误区之四: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性遮蔽差异性。
长期以来，大都倾向于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有着统一的

思想和行动，联合起来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斗争的集体组织。其实，这更多的只是后人的一种历史

想象和语境建构。这是以集体主义掩盖了个体差异，以共识抹杀了分歧。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五老”就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甚至其内部差异还较大。比如，在古史分期问题上，他们各持己见，

难以统一。以往，我们虽没有完全忽视这种差异，但低估了这种差异。正是因为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史

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及交锋，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部争执重视不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

群体中，郭沫若居于核心地位，但这种核心地位是后来塑造出来的，并非本来如此。郭沫若一度还成为

众矢之的，就是一个鲜明表现。然而，这些重要细节却被学术史叙事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遗忘。可见，

那些后来形成的成见构成了我们准确观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一种障碍。因而应当打破以往对马克思

主义史家群像的认识，重新发现他们各自的学术个性、彼此之间的冲突，以揭示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主

义史学群体风貌。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被视为一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统一体，而忽视了各个段落之间的

差异。比如，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存在巨大分野。论战时期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群龙无首、众声喧哗，参与者形形色色，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更是五花八门; 而延安史学

45

河北学刊 2024·2



走上了组织化轨道，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认识，根据党的指示开展研究，成为一支思想一致、步
调整齐的文化战斗队。这两个时期形成了迥然相异的两种风格、两种路数。而整个 1949 年以前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又是作为民国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与 1949 年以后的共和国学术大有区隔。再如，关于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五四时期唯物史观被当作“经济史观”，社会史论战时期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

论，延安时期又被归结为阶级斗争论，前后呈现很大的波动。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既有连续性，

也有断裂性。只见连续而不见断裂，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图景。
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并非简单与以往的观点唱反调，一味挑战成说、标新立异，而是主张在新

时代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对以往这些预设作科学、细致的验证及修正，代替以往那种无条件接受的做法，

使学术研究做到言之有据，以理服人。这是因为，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学术的规则，坚守学术良知。任何

时代的学术研究中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没有什么特权化的真理，一切理

论、观点都必须接受事实、证据的检验，都不能逃避怀疑的眼光。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如

果墨守成规拒绝问题化，学术化则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科学体系建构更无从谈起。

二、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本相的基本路径

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预设误区和定论进行解构之后，接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

尽力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本相。这一工作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相关原始材料作细致梳理; 二是站

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审视和反思，与研究对象形成对话。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突破成见，一定要摆脱对二手文献的依赖，直接面对原始材料。通过

密集阅读原始材料，将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清空，逐渐形成新知新识。通过阅读原始材料，触摸泛黄的纸

质文献，呼吸当时的学术空气，回到历史现场，获得一种更加真实的体验和感受。目前，研究者对原始材

料的梳理阅读还很不够，为数不多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作品仍然是主体部分。今后应当尽力拓

展，所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的文献都要网罗进来，且不管这些文献是出自何种身份者之手。具体

而言，不但常见常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需要过目，其他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史学状况的文献亦不能

忽略。
首先，《新生命》《中国经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现代史学》《求真杂志》《华北日报·史学周

刊》等报刊文献有待清查整理。这些报刊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报刊，但其中刊载了一些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文章。这些以分散形态存在的材料数量庞大，涉及的作者众多，观点也各有不同，对还原把

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体面貌意义重大。
其次，书评、书信、日记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评论也是重要材料，能够体现各方人士对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观感。比如，《燕京学报》与《图书评论》杂志中的书评，有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的。
再如，《静晤室日记》《夏鼐日记》以及刘大年的书信日记等，都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动、鲜活的记

录，构成了他者镜像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再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通俗作品也不能轻视。延安时期就有大批历史类的干部教材、学生教

材和普及读物。通俗作品的学术价值不高，但社会价值比专业论著更大。通俗化、大众化恰是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一个努力方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所以，研究者的重点不是刻意拔高

这些通俗作品的学术性，而是考察它们是如何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的。这对认识马克思主

义史学与革命实践的关系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复次，“极左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批判文字也应给予一定的重视。这些文章虽因通常被一

些学者视为个人生涯中的不光彩之笔，而在有关文集、全集中都不予收录，但这些满纸荒唐言却是当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真实写照，既反映出学术如何沦为政治工具，又折射出学人心灵的扭曲和分裂。
故而，这些内容都不必掩饰回避，正可作为今日史学建设的前车之鉴，发挥警示作用。

最后，来自政治对立面的批判文字也应审慎辨析。比如，国民党报刊《中央日报》《中国国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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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攻击批判，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谬论胡说而弃之不顾，而应予以细致辨析。这些文

字至少可以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手和对立面是如何评价、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是如何寻找马

克思主义史学所谓的破绽的。有时从中还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回应对手和对立面而作出调整的

线索。这即是郭沫若所说的“从反对派的镜子里去找寻被反对者的真影”。这比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方着眼更能接近真实。总之，应当尽量从多种视角梳理盘查各种原始文献，不拘一格找材料，千方百

计用材料，从原来视为废物的材料中解读出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原始材料数量庞大，让人无从下手，或者阅读之后收获不大。为此，有必

要划定一个范围，先从较为重要、影响较大的文献入手，进行系统阅读。所谓系统阅读，就是围绕某一问

题或某一方面进行集中浏览，切忌泛滥无归，漫无目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各类文献，不但是报刊、书籍、
文件、档案，还有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文献，多方结合起来阅读，以求形成一种立体化、全景式印象。各种

类型的文献不必作明确的主次之分，传统文献、常见文献的可靠性不一定大于私密性文献。私密性文献

往往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挑战和改变我们对于学者、学术的固化认知。比如，1949 年后陈垣翻然醒

悟，决心“做一名马列主义小学生”，公开否定自己过去所学，而从他在与旧友故交的通信中可以发现，

他们讨论的仍多是旧学问题。这就提示我们，1949 年后传统学人的转变即使表面上态度决绝，实则与

旧学术的关联难以一刀两断。这对于以往那种描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图像是一

种校正。
此外，阅读原始材料时，应当从求证式阅读转向发现式阅读。阅读原始材料不是为了印证已知的结

论和观点，而是为了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尤其要特别留意与通行观点不同的材料，对此进行

发掘和深究，不轻易忽略或试图掩盖另类的声音。比如，阅读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论著，除了考察他

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之外，也要留意其中是否存在异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例如，

翦伯赞的史料学观点多大程度上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其马克思主义成色究竟有多少。这种深究细查，有

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所谓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内涵和构成。这种发现式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

性阅读。批判性阅读较之常规阅读而言，是一种更加有效的阅读。
梳理阅读原始材料是一项基础工作，但仅此尚不足以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还原工作。站

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审视和反思，与研究对象形成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因为还原不可能

是完全客观的呈现，不能避免一定的选择性———研究者的主体性不会缺席。研究者的主体性首先体现

为一种学术上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的形成，要求学术史研究者不但要对其所面对的那一段学术

史了然于胸，还应当对当下的学术大势、学术潮流、学术前沿有敏锐的判断。正是这种对当下学术状况

的感知和判断，构成了对学术史进行观察评估的基点。所谓还原，就是研究者的主体性要与研究对象的

客观性尽量贴近和契合。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而言，研究者应当对当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整体性的认

知和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有准确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未来走向有一个基本判

断，乃至需要对整个历史学的前景作出预判，然后以此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某一过程、某一面相。
比如说，研究者之所以要集中揭示还原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中可能暗含了对这一时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元化的认同和对未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元化的期待。同时，这一研究又要符合社会

史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呈现的特征和情势。所以，还原工作乃是主客观的统一，还原同时也是

重建。明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还原性研究才能超越单纯清理事实、发现事实的层次，达到一

个新的水准。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作为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成

果层出不穷，但中规中矩的常规研究占了很大比例，大体处于一种风平浪静、波澜不兴的状态。然而，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实现大的突破和飞跃，必须不断去熟悉化，大胆尝试做颠覆性工作，对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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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方法和观点提出学术质疑。唯有如此，才能激活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重新绘制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图。这幅全新的学术地图，不但更加接近过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来面貌，而且

有望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提供必要指引。

Deconstruction and Ｒeconstruction: The Journey
to Ｒebuilding th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HEN F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emerged as a promi-
nent field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dom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should be approach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Ｒeflecting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forms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Marxist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s the ultimate form of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Marxist historiography must integrate politics and academia;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s synony-
mous with the CPC history; The unit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fter deconstruction，the more sig-
nificant task is toreconstruct the true natur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which
involves two aspects: first，a meticulous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primary materials，shifting from a
confirmatory reading approach to a exploratory reading approach; second，standing on a new histori-
cal vantage point for scrutiny and reflection，engaging in a dialogue with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is the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and it is also an act of rebuilding
while restoring．
Key Word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presupposed misconceptions; deconstruction; re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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